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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

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

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

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

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

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

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

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

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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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以

及国家3大优化开发区域之一，人口密集，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工业基础[1-2]。但经过

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珠三角城市群工业规模持

续扩张，加之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区域资源环境

承载力严重超载，具体表现为土地资源紧缺、“垃圾

倾城”频发、地表水污染严重、复合型大气污染突

出、生态环境退化等[3]。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不仅

造成人居环境质量下降，而且导致的生产成本骤升

已严重制约珠三角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提

升[4-5]。在当前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

建设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是推进中国制造2025以

及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沿阵地[6]，同时也

应作为低碳生态发展模式的示范区。由此可见，推

进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优化其产业空

间布局迫在眉睫。而其中，由于不同类型产业空间

布局的区位因子和演化过程均存在较大差异，那

么，如何针对不同类型产业制定有效的调控策略就

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因此，把握不同类型产业

在空间上的集疏过程与产业空间变动特征及其背

后的影响因素是前提和基础，这不仅有助于认知转

型期区域产业空间演化规律，也为政府制定相关调

控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制造业集疏的研究首先始于欧美发达国家。

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人口、经济等要素郊区化

的过程，制造业也呈郊区化发展趋势[7-8]，推动着发

达国家城市内部产业升级以及区域层面空间重

构。针对这一现象，国外学者从产业集聚与扩散过

程以及区位选择的视角进行了广泛的研究[9-11]。国

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2000年以后，在经济全

球化、快速城镇化以及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空间

转型成为中国大都市区发展的重要特征，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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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扩散与集聚过程是推动大都市区空间重构

的主要驱动力 [12]。学者们从不同尺度对制造业空

间演化进行了实证研究，而多数的研究聚焦于城市

或大都市区，结果发现制造业总体由城市中心区向

周边区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移，但由于产业区位

偏好的差异，不同类型产业在扩散与重新集聚过程

中存在一定差别[13-16]。也有少数研究从城市群层面

开展，丁俊等[1]以工业园区地块为基础，发现珠三角

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

缘”结构，并且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李汉青等[17]刻

画了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集聚及其演变，发现

产业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王俊松[18]研究

了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分布，发现制造业企业

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

征。学者们分别从多个视角对制造业空间格局变

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富

集程度是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基础，而城市等级、是

否沿海、路网可达性等区位和交通条件影响着制造

业空间分布[19-20]；从要素成本的角度出发，劳动力成

本、土地价格、治污成本、运输成本等是造成制造业

企业区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21-22]；也有学者认为城

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产业联系、知识溢出等集聚

效应是制造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驱动力[23]；根据

中国国情，土地管理、地方保护、开发区建设、环境

管制等制度和政策在制造业空间形成过程中也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4]；另外，由于产业特性差异，

不同类型产业的区位偏好也是解释制造业空间结

构形成的重要视角[14,25]。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讨论珠三角城市群制造

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提供了有益借鉴。经

梳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多的研

究将空间范围确定在城市或大都市区，以城市群为

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通常将地级

市作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没有从更小的空间尺度

刻画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特征。其次，影响因素的

解析方面，现有研究较少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制

造业空间演化的作用效果。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产

业发展的约束往往只有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之后才能显现。作为优化开发区域的珠三角城市

群当前面临着较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这显然

对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在解析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以及产业空间格

局变动的成因机制时，纳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这一

影响因素，可能会更有解释力。藉此，本文利用珠

三角城市群 2004—2013年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

汇总数据，在探讨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与扩散差异

以及区域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纳入资源环

境承载力进行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以期深入理解

城市群制造业空间重组的影响机制。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范围

本文所研究的珠三角城市群是《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所涵盖的

9个地级市范围，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

莞、中山、惠州、肇庆。区县层面，由于行政区划调

整以及统计资料的变化，为了统一基础数据，本文

将部分市辖区进行了合并，最终得到 32 个区县单

元，具体行政区划见图1。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制造业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

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建立的需要，分别选取出 2004、

2006、2008、2010、2013年制造业企业的从业人员数

据。由于 2011年入选企业的规模门槛从年主营业

务收入500万元调整到2000万，为了最大程度保证

各年度选取的样本在“规模以上”标准具有一致性，

本文采用工业品价格指数(工业中间投入价格指数)

对年主营业务收入进行不变价处理(以2013年不变

价格计算)，分别舍去了 2004 年 1170 万元、2006 年

1488 万元、2008 年 1648 万元、2010 年 1691 万元以

下的制造业企业。产业分类方面，研究时段涉及

2002 年和 2011 年 2 个行业分类标准，本文以 2002

年为参照对 2011年标准进行合并、调整，最终得到

27个行业。根据产业特性，借鉴相关学者的划分标

准 [18,26] ，将制造业划分为 3 大类，即劳动密集型产

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表1)。其余

数据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广东经济普查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工业统

计年鉴》、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数据库[27]以及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1.3 研究方法

1.3.1 产业集聚程度测算

Ellison 等 [28]提出的产业集聚程度指数(EG 指

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有效弥补了空间基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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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不足。假设整个区域某一产业内的企业数为

n，n个企业将该区域划分为m个地域单元(子区域)，

EG指数可以由以下公式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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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i 表示区域产业 i的EG指数，i、j、k分别代表

产业 i、区域 j、企业 k；Gi 为空间基尼系数；Sij 为子

区域 j产业 i就业总人数占整个区域该产业就业总

人数的比重；N j 为区域 j就业总人数占整个区域就

业总人数的比重；Mk 为整个区域内产业 i内企业 k

的规模；Zk 为企业 k占整个区域内产业 i中各企业

总规模的比重。为了消除企业规模过大可能导致

的基尼系数失真，引入赫芬达尔指数 Hi ，Hi 值越

大，表明行业 i中的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垄

断的情况[29]。本文根据EG指数2004—2013年时段

内的变化趋势把产业集疏类型划分为递增型(不断

疏散)、U型(先疏后聚)、递减型(持续集聚)和倒U型

(先聚后疏)4大类。

1.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关于制造业集疏及其空间格局演化的原因阐

释，理论方面，主要包括资源禀赋论、新贸易理论、

新经济地理理论等[30]，分别强调外生资源禀赋、规

模经济和市场规模效应、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的重

要性。实证方面，学者们从交通路网、是否临海、劳

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集聚经济、产业关联、对外开

放程度、环境管制等视角[1,21,25,31]，对珠三角城市群产

业空间格局进行了解析。可见，无论是理论层面还

是已有实证研究中，都较少考察自然资源环境本底

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在选取区位与

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集聚经济等

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资源环境承载力这一新解

图1 珠三角城市群行政区划及在广东省的位置

Fig.1 Scop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lo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表1 制造业产业类型及细分行业

Tab.1 Typ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ubdivisions

产业类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细分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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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系统揭示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的影响机制(图2)。

借鉴相关模型构建方法[32]，本文设定一个统计

模型如下：

∆CIPij = αX1 + βX2 + γX3 + δX4 + θX5 + A + ε (4)

式中：∆CIP 表示区县 j、产业 i占城市群该产业从业

人员总量的比重变化；X1 表示地理区位与交通条

件；X2 表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X3 表示制度与政

策因素；X4 表示资源环境承载力；X5 表示集聚经

济，作为控制变量；A 为常数项；ε表示误差项。

首先，区位与交通条件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的

机遇与潜力。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欠发达地区交通

条件落后导致交通成本高，产业倾向于分散布局，

交通条件改善促使产业布局逐渐集聚，但地区通达

性达到一定程度后，产业又将趋向于分散[14]。本文

采用公路网密度(TRAN)衡量地区交通条件。另

外，区位优势是影响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临海城

市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通过

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一些耗水

型产业也倾向于在沿海布局。本文采用是否为临

海地区(COAST)来表示区位优势，临海的区县赋值

为1，其他区县赋值为0。

第二，经济技术水平是影响地区产业规模经济

和集聚效果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对不同类型

产业的影响差异显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敏感程度

高，偏向布局在工资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而对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相对较小 [25]。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有利于地区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学习

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集聚程度。科技创新水平高的区域，企业联系更加

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和隐形知识的传播[31]。本文

采用工资水平(WAGE)表征劳动力成本，采用对外

贸易依存度(FORE)、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

产的比重(FDI)表征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采用R&D

经费占GDP比重(RD)表示地区科技创新水平。

第三，制度与政策环境也是产业空间布局不可

忽视的因素。地方政府通过各类产业政策引导产

业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在地方分权的背景下，政

府倾向于保护利税率高、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并通

过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等方式促进产

业空间集聚[16]。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

比重(FINA)表示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程度，

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产

的比重(SOE)表示地方市场化程度。

最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的重要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支撑[33]。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产业发展一般会优先选择土地资

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承载力强的地区集聚，但随

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会逐步

下降，导致集聚不经济，产业又会扩散并向其他地

区转移。本文分别采用可利用土地资源(ALR)、可

利用水资源(AWR)、环境胁迫度(ES)表示地区土地

资源、水资源和环境条件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详细计算参照徐勇等[34]的研究成果。

另外，根据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集聚经济是影响产业空间分布的内生动力 [35]。本

文将集聚经济引入模型并作为控制变量，重点考察

企业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分

布的影响，分别采用地区工业企业平均就业规模

(SIZE)、产业专业化程度 (SPEC)、城镇化率 (UR-

BAN)表示。

2 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特征

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主要通过集聚与扩散2个过

程实现，不同类型产业由于特有的区位偏好，表现

出差异化的集聚与扩散规律。综合不同类型制造

业的集疏差异及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 2个角度，能

更全面地揭示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重构特征。

2.1 制造业空间集聚与扩散

(1) 制造业总体

以 32 个区县为空间分析单元，运用 Moran's I

指数检验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总体的空间集聚程

度。2004、2008 和 2013 年的 Moran's I 指数分别为

图2 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Fig.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pati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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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1、0.208、0.186，正态统计量Z值(分别为 2.341、

2.160、1.990)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首

先，Moran's I指数均为正，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制造

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空间上

存在明显的高高—低低集聚特征；其次，3个年份的

Moran's I指数依次降低，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

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逐渐降低，呈现出扩散趋势。

以制造业从业人员排名前3位和前5位的区县占城

市群制造业总体的比重作为产业集中度(简称为

CR3、CR5)，2004—2013 年，CR3 从 54.6%下降到

51.1%，CR5 从 64.8%下降到 60.7%，扩散幅度较大

的区县主要有禅城区、广州市辖区、中山市辖区、东

莞市辖区、番禺区。

(2) 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比较

采用EG指数测算了27个制造业2004、2008和

2013年的产业集聚度，无论从单个年份还是变化趋

势来看，不同类型制造业之间产业集聚度和变化趋

势都具有明显差异。从单个年份看，2013年专用设

备制造业EG指数高达0.272，而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仅0.003；测算出3个年度27个制造业EG指数的变

异系数，分别为 1.420、1.493、1.287，均属于强变

异。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2004—2013年，专用设

备制造业EG指数提高 0.262，而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的 EG 指数却下降 0.293。2004—

2008、2008—2013年各类制造业EG指数变化的变

异系数更是高达3.710、4.194。从以上分析可知，珠

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制造业之间的集聚与扩散规

律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因而，讨论不同类型制造

业的集聚与扩散的差异是深入解析珠三角城市群

制造业空间演化的重要途径。

(3) 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集聚程度较低，并呈现出

进一步扩散的发展趋势。2013年，劳动密集型产业

总体EG指数仅为 0.01，远低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细分行业中，14 个行业中的 11 个 EG

指数都小于 0.05。从产业集聚变化来看，2004—

2013年，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由深圳市辖区、中山

市辖区、番禺区、东莞市辖区等核心区向江门市辖

区、增城市、新会区、三水区等周边区县扩散。细分

行业中，大部分行业的集聚度变化类型都属于具有

扩散趋势的倒U型和递减型，合计有 11个行业，占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85%。从 CR3、CR5 的变化来

看，所有劳动密集型细分行业都有所下降，空间上

均从行业中心地向其他区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

散。其中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扩散程度最显著，CR3 分别下降 16.1%、12.5%、

10.8%(图3a、图3b)。

(4) 资本密集型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总体集聚程度较高，内部表现

出差异化的集疏特征。2013年资本密集型产业EG

指数为0.018，仅次于技术密集型产业。9个细分行

业中，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EG

指数低于0.05，其余行业都属于高度集聚。从产业

集聚变化来看，2004—2013年，资本密集型产业总

体呈递减型变化趋势，但污染型与非污染型行业存

在明显差异。细分行业中7个具有扩散趋势的倒U

型和递减型，这些行业大多属于重化工业，具有较

大的污染性，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都属于国家划定的十大重点污染行业。另外，

非污染型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则表

现为递增型集聚发展态势，二者的 CR3 分别提高

8.86%、1.32%(图3c、图3d)。

(5) 技术密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集聚，空间上呈现出持续

集聚的变化趋势。2013年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的

EG指数为 0.026，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4个细分

行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集聚水平最高，二者 EG 指数超过

0.07。从空间演变特征来看，2004—2013 年，技术

密集型产业总体呈递增型变化趋势，空间上越来越

集聚，EG 指数提高了 0.009。其中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集聚趋势最显著，前者EG指数

从 0.046 提高到 0.074，CR3 提高了 3.56%；后者 EG

指数从 0.022 提高到 0.032，CR3 提高了 3.73%。医

药制造业则表现出明显扩散趋势，EG指数从 0.121

下降到了0.071，主要由广州市辖区、顺德区医药制

造业向周边发生了大规模的扩散(图3e、图3f)。

2.2 城市群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

采用地区某类产业从业人员占城市群该产业

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本文统称为产业占比)变化来刻

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情况。根据

2004—2013年不同类型制造业的产业占比变化特

征，珠三角城市群 9 个地级市可划分为 5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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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深圳市，制造业总体占城市群比重变化较

小，仅小幅增长0.51%，但制造业内部结构发生了重

大调整，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占比大幅

降低，分别下降1.57%、5.70%；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

比则大幅提升，比重提升 4.28%。第二类包括广州

和东莞、中山，该类城市制造业总体的产业占比明

显降低，三城市分别下降 3.04%、2.34%、0.69%，其

中广州和东莞各类产业的产业占比均降低，最为突

出的是广州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 3.08%，东莞

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 4.06%；中山劳动密集型

产业占比下降 1.37%，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提升

0.53%。第三类是佛山市，制造业总体以及不同类

型制造业的产业占比都有较大程度提升，产业占比

均升高了 2%以上，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各类产业的

集聚地。第四类是珠海市和惠州市，两城市制造业

总体产业占比有小幅度提升，均小于 0.5%，劳动密

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变化也不大，但资本密

集型产业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两城市分别提高了

1.64%、1.32%。第五类是江门市和肇庆市，两城市

制造业总体产业占比有大幅度提升，均超过1%，劳

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提升同样显著，均

超过 1.5%，另外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虽有提升，但

图3 2004、2013年珠三角不同类型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2004 a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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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较小，均在0.5%以下(图4)。

总体来看，制造业总体逐渐从广州、东莞、中山

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向惠州、江门、肇庆等城市群边

缘城市转移，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遵循这一扩

散特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演化特征则是从深圳、

广州、东莞、中山等珠江口周边沿海核心城市向珠

海、惠州、江门等沿海周边城市转移。技术密集型

产业则表现出高度的集聚趋势，主要向深圳和佛山

两市集中，其中深圳市2013年制造业总体的产业占

比 为 24.7% ，而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占 比 则 高 达

38.9%。由此可见，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演化

逐步从规模上的“核心—边缘”结构向功能上的“核

心—边缘”结构演进，即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

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污染

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城市转移。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说明与共线性检验

以上分析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发生了显

著的空间格局变动，并且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与扩

散特征差异较大。为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的

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 2004—2006、2006—2008、

2008—2010 和 2010—2013 年各区县产业 i 占城市

群从业人员总量的比重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

到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对制造业空间演化的影响

存在滞后效应，解释变量则分别选取 2004、2006、

2008和2010年区县的各类指标数值。为使数据更

符合正态分布[14]，对公路网密度、工资水平、企业就

业规模、城镇化率等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在估计

方法选择时，由于每一年横截面数据样本有限(共

32个区县)，而在短时间内时间效应不显著，本文仍

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对上述所有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对

外贸易依存度(FORE)与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工业

总资产比重(FDI)的相关系数较高(0.87)，其余相关

系数较低。为了提高模型的解释力，避免多重共线

性，在模型估计时去掉变量FORE，最终模型中各变

量的VIF值均小于10，通过了共线性检验。模型分

析过程中，始终把集聚经济作为控制变量，首先按

照影响因素的特性，分别考察各类变量对制造业总

体的影响，其次将所有变量全部引入，分别对制造

业总体和不同类型产业进行分析(表 2)。本文所有

模型中各参数的估计均在Stata 12.0软件中完成。

3.2 模型结果与分析

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对珠三角制造业空间演

化具有一定影响。公路网密度(lnTRAN)对制造业

总体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珠三角城市群交

通越便利的区县越有利于产业空间扩散。珠三角

城市群交通条件较优的区县多位于城市群核心区，

在这些地区面临集聚不经济，大量产业向外扩散转

移的过程中，便捷的交通条件起到了助推作用。这

一结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了一些实证证

据。临海优势(COAST)对不同类型产业的影响差

异明显，对制造业总体、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仅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显

著为正，表明资本密集型产业倾向于在沿海区县布

局。近年来，珠三角城市群重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是原料主要依靠区外输入，而产品则面向国内外两

个市场，是否邻近优良海港就成了产业布局中需要

着重考虑的因素，另外沿海区县环境容量相对更

大，也是吸引重化工布局的重要原因。目前，珠三

角城市群已经形成惠州—深圳—广州—珠海—江

门临港重化工业带，集聚了石化产业、汽车产业、能

源产业、钢铁、机械装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经济技术方面，地区间劳动力成本差异是促使

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回归结果显示，工资

水平(lnWAGE)对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弹性系数显著为负。以 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工资

水平的空间差异为例，位于核心区的广州市辖区、

深圳市辖区、顺德区、东莞市辖区、中山市辖区 5区

县工资水平超过 4万元/(人·a)，而位于边缘区的广

图4 2004—2013年地市级层面产业占比变化

Fig.4 Changes of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e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2004-2013

201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宁县、龙门县、恩平市等区县工资水平不超过2.5万

元/(人·a)。核心地区集聚了大量“三来一补”代工

生产和贴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攀升的工

资水平导致这些企业由于过高的成本失去竞争力，

逐渐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工资水平对

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工资水平

越高的地区往往人力资源更丰富，更容易吸引技术

密集型产业集聚。R&D经费占GDP比重(RD)仅对

技术密集型产业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打造创新环境、完善科技创新政策

等方式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外商投资

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产的比重(FDI)在每个模型中

都为负值，并且对制造业总体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

影响显著，表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珠三角城市群制

造业的空间扩散，这与外商投资多集中在劳动密集

型企业有关，比如，2010年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业

总产值中有51.85%由外商投资企业所贡献，外资企

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以及中国其

他区域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布局。另外，受全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36]，珠三角外商投资额占固定资

产投资额的比重持续下降，表明经济全球化对珠三

角产业空间的影响正在弱化。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NA)对制造业

总体、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显著为正，说

明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空间演化。

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城市

群的外围区县，这些区县主要通过两方面影响产业

布局：其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企业提供优惠政

策进行挽留，形成产业转移的粘性；其二是地方政

府通过产业转移工业区的建设，吸引相关产业到此

布局。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占工业总资

产的比重(SOE)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表明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一定程度上会阻碍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进入。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对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

间重构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强度最大的是土地资

源，可利用土地资源(ALR)在每个模型中都为正值，

但仅对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显著，说明珠

三角城市群土地资源总体上对制造业空间变动起

到促进作用，表现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约

束。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开发强度最高的地区[37]，

2013年国土开发强度已达16.49%，其中深圳、东莞、

中山、佛山的国土开发强度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30%)，深圳开发强度最高，接近50%，远远高于国际

大都市的水平。随着土地资源进一步趋紧，导致土

地成本大幅提高，大量对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从中心城市或城市中心区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

土地价格更低的地区转移。可利用水资源(AWR)对

产业空间集聚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珠三角城市群

水资源丰富、水资源量的空间差异较小有关。

另外，环境胁迫程度(ES)在每个模型中都显

著，但具有产业类型差异，对制造业总体、劳动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负值，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为

正值。2003年以后，珠三角环境管制越来越严格，

陆续出台了多条政策法规针对企业生产、工业园

区、重点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对重点污染物进行

严格监管，包括 CO2、SO2、氮氧化物、烟尘、COD

等。在此背景下，许多污染型、高耗能企业迫于高

昂的环境罚款、治污设施成本，纷纷从佛山、东莞、

深圳等地搬迁到其他环境管制更宽松的地方，这些

企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38]。

另外，环境胁迫程度对技术密集型的弹性系数为

正，说明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到环境污染越严

重的地区集聚，这似乎不符合常理。这是由于珠三

角城市群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多为中心城市。

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环境质量、促进产业升级，采用

环境管制、取消补助等政策迫使污染型、低附加值

产业向外转移之后，腾出了产业发展空间，加之地

区丰富的智力资源、优厚的鼓励政策等优势，反而

吸引了大量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

作为控制变量的集聚经济对珠三角产业空间

格局影响较小，其中工业企业平均就业规模(ln-

SIZE)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表明企业规模不影响

产业空间变动。产业专业化程度(SPEC)对全行业

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产业内

集聚不经济可能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趋于分散。

城镇化率(lnURBAN)对不同类型产业的影响差异

显著，对制造业总体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显

著为负，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显著

为正，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经济有助于地方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着重从不同类型产业集疏和区域产业空

间格局变化揭示了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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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选择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对其成因进行阐释。研究发现珠三角城市群制造

业总体呈现出空间扩散的发展趋势，但不同类型产

业的集聚与扩散特征差异显著，劳动密集型产业集

聚程度低并呈扩散趋势，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程度

较高，但其中高耗能、污染性的重化工业扩散趋势

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集聚并呈持续集聚的趋

势。不同类型产业的空间集疏差异促使珠三角城

市群制造业的“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演化，核心

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非污染性资本

密集型产业，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污

染性资本密集型产业。

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珠三角城市群制

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

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核心城市向土地资源更加

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胁迫促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

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资源环境

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交通条件

在制造业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城市

群核心区制造业向外转移；临海区县得益于拥有海

港和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优势，有利于吸引重化工

业布局。劳动力成本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空

间布局，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工资水平更高的核

心区向工资水平更低的边缘区转移；科技创新则有

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经济全球化推动制造业

总体在空间上的扩散，这与外商投资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企业有关。政府干预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制造

业空间演化，特别是吸引或挽留资本密集型和部分

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阻

碍作用。

采用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以区县为基本分析

单元，本文刻画了珠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产业的集

疏特征，并重点考察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不同类型产

业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因分析单元过大而导致

的格局特征刻画较为模糊的不足，同时，加入资源

环境承载力作为解释变量也丰富了对产业格局变

化的解释视角。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区域转型

发展背景下，开展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

空间格局变动的研究对今后调控产业发展和优化

产业布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本文还存在

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① 关于制造业集疏和

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刻画，本文只考虑了城市群内

部产业的动态变化，未来还需要考察珠三角城市群

与区外的产业联系与转移，才能更加全面反映产业

空间特征；② 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测度，本文以

县域作为基本评价单元略显宏观，未来还需要提高

评价精度，提高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③ 关于产业

空间特征的原因解释，本文仅分析了不同驱动因素

表2 不同类型产业占比变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变量

lnTRAN

COAST

lnWAGE

RD

FDI

FINA

SOE

AWR

ALR

ES

lnSIZE

SPEC

lnURBAN

调整R2

F值

制造业总体

模型1

-0.340***

-0.026

-0.153

-0.281

-0.001**

0.456

7.951

模型2

-0.202***

0.007

-0.917*

-0.123

-0.269**

0.207

0.518

12.479

模型3

1.457**

0.279

-0.137

-0.429

-0.106

0.414

6.706

模型4

-0.064

0.977*

-0.098**

-0.160

-0.340***

-0.170**

0.613

6.103

模型5

-0.328**

0.318

-0.207*

0.073

-1.124**

1.172*

0.417

-0.073

1.282*

-0.062*

-0.169

-0.752*

-0.062**

0.587

4.675

劳动力

密集型

-0.283*

-0.207

-0.868**

-0.293

-1.273

0.510**

0.672

0.050

1.859**

-0.183*

-0.190

-0.922**

-0.204*

0.610

6.022

资本

密集型

-0.368

0.341**

0.499

-0.566

-0.993

1.707**

0.953*

0.222

0.772

-0.167***

-0.031

-1.638

0.115*

0.726

10.181

技术

密集型

-0.418

0.263

0.095*

0.851***

-0.995*

1.543

-0.036*

-0.237

1.355

0.058**

-0.218

-0.424

0.062**

0.563

4.953

注：*、**、***分别表示在0.10、0.05、0.0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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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强度，未来还需要通过实际调研、成本分析

等其他手段，从更微观的视角深入探讨各要素对产

业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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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hange of its spatial patter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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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volves the disper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change in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I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optimizing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aggregated data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study used county as the basic unit of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features of

manufacturing spa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led to further change of

the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ore cities have become more specializ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while peripheral cities have accommodated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has prompte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eneral and particularly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to shift to areas with more abundant l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stress has facilita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in places

with greater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owever, the impac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n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s not obviou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raffic conditions,

technological levels, policies, and other factors o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in-

dustrial spatial patter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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